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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 

——基于 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冀县卿，王琢*，沈晓敏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基于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

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

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

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

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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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land transfer reduce the farmers’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FPS microscopic panel data 

JI Xianqing，WANG Zhuo*，SHEN Xiaom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DFI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shows that the change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endowment caused by land transfer is the foundation and engine to reduce farmers’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By adopting four phases of the micro panel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e impact 

and its heterogeneity of 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have been studied empiricall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land transfer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the farmers. Land transfer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in the central region, low-income farmers and 

elderly male householder farmer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in the western 

region, low-income farmers and young householder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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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我国发展的

总体目标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问题，进一步指出：应将促进农民农村

共同富裕作为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

任务之一，并强调要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加强监

测、及早干预，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

贫①。土地是农业农村发展中极其重要的资源和资

产，高效、规范、有序的土地流转对于增加农户

收入、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有效促进农民

农村共同富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2023 年中央

一号文件强调，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

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

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 

学术界高度关注土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

影响。World Bank 指出，政策制定者应关注相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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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贫困脆弱性问题，并适时进行政策调整[1]。较

强的贫困脆弱性是易返贫致贫人口陷入贫困的根本

原因[2,3]，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大多数研究

表明，土地流转有利于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提

高农户农业产值和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降低

农户贫困脆弱性[4-7]。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贫困脆

弱性比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低 5.13%[8]。杜兴端

和曹旭欣的研究表明，相对于非贫困户，土地转入

降低贫困户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更大[9]。彭继权、赵

立娟等研究发现，土地转出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贫困

脆弱性，且转出经济收益较低的水田比转出旱地对

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更强的效果；相较于西部

地区，土地转出能够更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中部

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户贫困脆弱性[10,11]。 

现有研究充分肯定了土地流转降低农户贫困

脆弱性的积极意义，但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其一，现有研究较少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视

角分析土地流转的影响。在推动共同富裕新征程

中，必须重视和克服相对贫困[12]，如何降低农户

相对贫困脆弱性就显得尤其重要。其二，如果土

地流转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需要进一步分

析作为农户重新配置农业生产要素的一种重要手

段——土地流转对哪一部分人群相对贫困脆弱性的

影响更显著。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上，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可持续生计分

析框架从理论上揭示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

弱性的影响机理，然后采用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四期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特

别关注土地流转对哪一部分人群的影响更显著，

从而为有针对性地调整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提供

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举办的世界环境与发

展大会提出可持续生计理论以来，生计分析框架已

成为更好地理解、分析和评估减贫与发展的重要理

论视角。在诸多的分析框架中，DFID 提出的可持

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最为广泛，该框架的核心思想

是家庭或个人在脆弱性环境下根据生计资本的丰裕

程度、多样性及合理有效使用，调整和选择有利的

生计策略，导致特定的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

用于生计资本（图 1）。在 DFID 框架中，生计资

本是核心，其主要受政策和制度等因素以及这些政

策制度造就的脆弱性环境的影响；生计资本包括人

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以及物质

资本，这五类资本的丰裕程度与多样性决定了资本

间可能的组合与配置，是生计资本禀赋的重要体

现。依据该框架，降低生计脆弱性的驱动引擎在于

提升生计资本禀赋[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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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中国虽于 2020 年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受制

于土地这一独特的生产要素的约束，农业增长往往

低于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增长，农村中农户相对贫

困的规模和强度都远高于城市。在农村，仍有相当

多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略高于国家绝对贫困标准的农

户处于脆弱状态，其收入水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普遍采用的贫困标准（5.5美元/天），若不能优化

抵御风险冲击的生计策略，这些农户仍有可能出现

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近年来，由两权分离到三

权分置的土地制度改革有序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

引致了农户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包括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以及物

质资本在内的各项生计资本的丰裕程度以及资本多

元性的变迁，农户在此基础上有能力调整和选择多

元、有利的生计策略[15]，有利于降低其相对贫困脆

弱性。依据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土地流转

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也是降低农户相对贫

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 

三权分置后，农户转出的是土地经营权，土

地承包权则“长久不变”，这为农户非农就业及创

业提供了制度保障[16]。土地转出释放农业劳动

力，提升了非农就业创业农户的比例[17]。非农就

业或创业经历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教育价值认知以

及预期教育回报率，不仅有助于其自身不断获取

新的职业所需知识、熟练掌握相关的职业技能以及

积累非农工作经验，还能够提高其对子女的人力资

本投资，增加农村青年一代人力资本的积累[18]。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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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非农就业和创业后，其互联网嵌入程度逐

渐加深、社交圈子扩大、社会关系扩展、对国家

有关社会保障和就业创业等相关政策和信息的了

解和把握能力增强，农户可利用的夯实非农就业

创业的社会资源拓展，社会资本在广度和深度上

都会有所提高[19]。土地转出后稳定的土地租金收

入和非农就业创业收入增加了农户的自有资金以

及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性资产，同时人力资本和

社会资本的提升使农户通过使用包括数字金融在

内的改变生计策略所需要的筹资渠道和可筹资金

增加，金融资本得以提高。可见，转出土地后，

在非农就业和创业过程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以及金融资本的增加及三者的组合效应有助于优

化农户生计资本禀赋，有利于农户识别和捕捉非

农就业和创业机会，采取更为有利的生计策略，

从而改善收入结构、提高收入水平及缩小收入差

距，有利于降低相对贫困脆弱性。 

三权分置后，农户转入的是土地经营权，拥

有了土地的实际耕作权利，并且转入土地的使用

和投资预期受到法律保护，这从制度上提供和保

障了农户从事农业经营的积极性[20]。农户通过转

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不仅能够有效发挥土地经

营权的抵押融资功能以缓解生产资金约束，而且

还会获得相应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以及地方政府

的奖励资金[21]，农户的金融资本提升。England 的

研究指出，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本是所有财富

产生的先决条件，其所具备的自然生产力是构成

经济增长基础生产力的不可或缺部分[22]。转入土

地后，农户的自然资本无疑增加了，而土地经营

规模的扩大一般伴随着代表农业先进生产力的农

业机械的保有量和使用率的提高[23]，农户的物质

资本相应提升。可见，在转入土地后，农户生计

资本的增加主要体现为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以及

物质资本的增加，三者的优化组合和配置提升了

农户生计资本禀赋，有助于提高农户农业经营收

益及缩小收入差距，从而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

性。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土地流转、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均能

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三权分置政策实施后，区域之间土地流转率

的差异仍然显著。《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2021 年）》的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流 转 率 分 别 为 46.44%、46.10%、36.53%和

25.08%。钱忠好和冀县卿的一项调查研究测算了

不同区域代表性省（区）的土地转入户组（土地

转出户组）的实际土地流转率，结果显示，江苏

土地转入户组的土地流转率为 86.85%，分别比湖

北、广西、黑龙江高 15.27%、18.21%和 27.56%；

黑龙江土地转出户组的土地流转率为 73.73%，分

别比江苏、广西、湖北高 0.96%、4.25%和

19.11%[24]。除土地流转率外，区域之间三权分置

政策执行的效果、土地流转条件的成熟程度、土

地流转规模、土地流转租金等都存在显著差异[25]，

流转土地农户的生计资本禀赋相应不同，并引致

特定的生计转型策略，因而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

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

假说： 

假说 2：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对农户相对贫困

脆弱性的影响均存在区域异质性。 

绝对贫困治理成功并不是中国减贫事业的终

极目标，农村居民内部收入不平等导致的相对贫

困问题以及脱贫不稳定导致的规模性返贫和新的

致贫风险是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阻碍。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按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

组，2022 年中国农村居民低收入组的收入为 5025

元，高收入组的收入则为 46075元，后者是前者的

9.17 倍②。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拥有土地流转的机会

以及土地流转的方向可能不同，转入或转出土地后

的生计资本禀赋变化差异显著。此外，值得注意的

是，性别歧视和年龄因素是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

配中机会不平等贡献度最高的两个因素[26]，而中国

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结构中女性化和老龄

化特征非常明显，不同性别和年龄户主对土地流

转的行为态度、主观行为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存

在差异[27]，从而影响土地流转决策和方式以及相

应的生计资本禀赋，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生计策略

选择必然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因而，本文

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3：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对农户相对贫困

脆弱性的影响均存在收入水平和户主个体特征异

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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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CFPS）数据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

年）》、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CFPS 数据是由北京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

综合性追踪抽样调查数据，样本覆盖 25 个省

（区、市）。根据 CFPS 历年调查问卷涵盖的内

容，结合研究目的，本文选取 2014 年、2016 年、

2018 年和 2020 年 CFPS 四期面板数据，并与其样

本所在省（区、市）1983 年农户户数、实施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数据进行合并，在剔除城

市样本、核心变量缺失及无效样本后，最终获得

了 20 411户农户的 4期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农户相

对贫困脆弱性指的是在脆弱性环境下，农户在可

预见的未来陷入或再次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

参照沈冰清和郭忠兴的研究[28]，本文采用具有前

瞻性的侧重从收入维度考虑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

的 VEP（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方法测

度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29]。具体公式如下： 

                            (1) 

式（1）中， 表示第 i个农户在第 t年的

相对贫困脆弱性， 表示第 i个农户在第 t+1年

的人均纯收入，Zt 表示相对贫困线。本文采用

Amemiya 提出的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测算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30]。具体步骤

如下： 

第一步，建立如下回归模型，并进行 OLS 估

计： 

                                    (2) 

                                    (3) 

式（2）、式（3）中，Xit 代表一系列影响第 i

个农户在第 t 年人均纯收入（Yit）的特征变量。eit

为残差项，代表农户人均纯收入的波动项，εit为随

机误差项，β、θ为 Xit的待估参数。 

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构建异方差结构

下各变量的权重矩阵，重新对式（2）与式（3）

进行加权回归，得到有效一致估计量 和

，并根据该 FGLS估计量，估计农户在第 t+1

年人均纯收入对数的期望 与方差

： 

                    (4) 

                   (5) 

第三步，假设人均纯收入对数服从正态分布，

依据相对贫困线估计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6) 

式（6）中，Ф为 lnY 满足正态分布假设前提

下的概率分布函数。本文在估算相对贫困脆弱性

时，分别采用两种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采用

OECD提出的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50%作为相对

贫困线标准计算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同时将基

于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60%标准计算得出的农

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用于稳健性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土地

流转，若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

为 0。同时，本文还分别考虑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

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若农户参与土地

转入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若农户参与土地

转出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如前文所述，除核心解释变量对农户相对贫困

脆弱性有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同时对核心解

释变量以及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本文的

控制变量主要有：户主个体特征控制变量，包括户

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户主性别、户主婚姻状

况、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特征控制变量，包括人

口规模、农用机械总价值、是否有不健康成员、是

否发生重大事件、是否有人从事个体私营；村庄特

征控制变量，包括村庄是否位于自然灾害频发区以

及村庄人均耕地面积；政府制度和社会福利控制变

量（用政府补助及社会捐助表示）。此外，考虑到

除土地制度以外的其他宏观因素和地区差异导致的

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变化，本文还加入了年份虚

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 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研究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

响，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7) 

式（7）中，VEP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第 i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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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在第 t年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由上述VEP方法

计算得到；LT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第 i 个农户

在第 t年是否参与土地流转、是否参与土地转入或

是否参与土地转出；Xit 为控制变量；Tt 和 Di 为年

份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uit为随机扰动项。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农户相对贫困脆 

弱性 

农户在下期陷入相对贫

困的概率 

0.261 0.252 

土地流转 是=1，否=0 0.264 0.441 

土地转入 是=1，否=0 0.131 0.338 

土地转出 是=1，否=0 0.133 0.340 

户主年龄 岁 51.905 13.839 

户主年龄的平方 实际年龄的平方 2 885.619 1 444.938 

户主性别 男=1，女=0 0.576 0.494 

户主婚姻状况 已婚=1，其他=0 0.847 0.360 

户主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1，小学

=2，初中=3，高中= 4，

大专=5，大学本科=6，

研究生=7 

2.203 1.101 

人口规模 人/户 3.998 2.011 

农用机械总价值 元，作对数化处理 3.253 3.995 

有不健康成员 是=1，否=0 0.438 0.496 

发生重大事件 a 是=1，否=0 0.156 0.363 

有人从事个体私营 是=1，否=0 0.070 0.254 

村庄位于自然灾害

频发区 

是=1，否=0 0.827 0.378 

村庄人均耕地面积 亩 1.698 1.723 

政府补助 收到=1，没收到=0 0.633 0.482 

社会捐助 收到=1，没收到=0 0.021 0.145 

东部地区 是=1，否=0 0.276 0.447 

中部地区 是=1，否=0 0.260 0.438 

西部地区 是=1，否=0 0.347 0.476 

注：a.重大事件包括婚丧嫁娶、孩子出生、子女升学等；观测值

为 20411。 

（四）内生性问题讨论与处理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就土地转入方程，

本文选取 1983 年各省（区、市）实施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户数比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土地转入的

工具变量。首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经制度的持

续边际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性[31]，改革

早期各省（区、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进

度反映了各地土地制度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实践效果
[32]，对当前各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实现模式和农户的

土地流转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

关性要求；其次，1983年各省（区、市）实施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户数比例属于历史数据，对当期

的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较弱，满足了工具变量

的外生性要求。就土地转出方程，本文选取村委会

所在地与本县县城的距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土地转

出的工具变量。一方面，该距离会直接影响土地流

转的租金和农户非农就业创业的可能性，与样本农

户转出土地具有可能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距离是

客观存在的，理论上并不会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村委会所在地与本县县城的

距离相对于农户土地转出是严格外生的。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为 OLS 的估计结果，报告了土地流转对

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表 2 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1） （2） （3） （4） （5） （6） 

土地流转 
–0.022*** 

(0.003) 

–0.008*** 

(0.002) 
    

土地转入   
–0.012*** 
(0.005) 

–0.009*** 
(0.003) 

  

土地转出     
–0.034*** 

(0.004) 

–0.008** 

(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936*** 

(0.020) 

1.025*** 

(0.013) 

0.951*** 

(0.022) 

1.036*** 

(0.014) 

0.924*** 

(0.021) 

1.012*** 

(0.013) 

观测值 20411 20411 17694 17694 17734 17734 

Adj_R2 0.280 0.634 0.272 0.638 0.289 0.632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在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表 2 列 （2）（4）（6）估计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土地转



   

   

3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4年 2月 
 

入以及土地转出的估计系数分别在 1%、1%以及

5%水平上显著为负，初步说明土地流转、土地转

入和土地转出均显著降低了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 IV-GMM 模型估计结果。由列

（1）可知，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检验统计量

为 50.369，明显高于 Stock和Yogo所建议的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的临界值

（19.93），因此可以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33]；过度

识别检验的 Hansen J 统计量对应的 P值为 0.549，

表明无法拒绝 1983年各省（区、市）实施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户数比例和村委会所在地与本县县城

的距离两个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原假设；因此，工

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表 3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

示，土地流转、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的估计系数均

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1。 

表 3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变量 
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1） （2） （3） 

二阶段回归结果 土地流转 
–0.298*** 

(0.047) 
  

 土地转入  
–0.222*** 
(0.061) 

 

 土地转出   
–0.318*** 

(0.0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 411 17 694 17 73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50.369 55.139 77.076 

 Hansen J P-Value 0.549   

一阶段回归结果 1983年各省（区、市）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户数比例 
–0.008*** 

(0.002) 

–0.010*** 

(0.001) 
 

 村委会所在地与本县县城的距离 
–0.001*** 
(0.001) 

 
–0.001***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中包括年份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种方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减少由可

观测特征自选择问题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在满

足条件独立假设和共同支撑域假设的基础上，采

用近邻匹配时寻找倾向得分最近的两个不同组个

体进行匹配，结果表明（表 4行 2、行 5和行 8），

土地流转、土地转入以及土地转出对农户相对贫

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0.024、–0.012 和

–0.036，且分别在 1%、5%和 1%水平上显著；采

用半径匹配时需要限制倾向得分的绝对距离|P(Xi)–

P(Xj)|≤α，一般而言 α应小于或等于倾向得分标准

差的 25%，本文倾向得分的标准差为 0.047，限制

半径为 0.01，满足绝对距离限制要求；在利用不同

个体距离给予不同的计算权重并以此进行核匹配

时，本文使用默认的二次核函数，指定带宽为

0.06。可以看出，半径匹配、核匹配的估计结果与

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估计结果具

有稳健性，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1。 

表 4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匹配方法 处置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观测值 

土地流转 近邻匹配 0.245 0.269 –0.024*** 0.005 20 411 

 半径匹配 0.245 0.269 –0.024*** 0.004  

 核匹配 0.245 0.271 –0.026*** 0.004  

土地转入 近邻匹配 0.238 0.250 –0.012** 0.006 17 694 

 半径匹配 0.238 0.249 –0.011** 0.005  

 核匹配 0.238 0.249 –0.011** 0.005  

土地转出 近邻匹配 0.253 0.289 –0.036*** 0.007 17 734 

 半径匹配 0.252 0.286 –0.034*** 0.005  

 核匹配 0.253 0.286 –0.033*** 0.005  
 

第二种方式，更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

验。本文以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60%作为新的

相对贫困线标准，在此基础上重新测算农户相对贫

困脆弱性，然后对式（7）进行 IV-GMM估计。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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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了土地流转、土地转入以及土地转出对农户相

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结果显

示，土地流转、土地转入以及土地转出均能显著

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验证了前文结论。 

表 5 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 

IV-GMM估计结果 

变量 
收入中位数的 60%作为标准相对贫困线 

（1） （2） （3） 

土地流转 
–0.355*** 
(0.054) 

  

土地转入  
–0.330*** 

(0.075) 
 

土地转出   
–0.360*** 

(0.0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 411 17 694 17 73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50.369 55.139 77.076 

Hansen J P-Value 0.835   

 

第三种方式，更换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参照万广华和章元的研究[34]，将相对贫困脆

弱性大于 0.5 的农户识别为脆弱农户，取值为 1，

否则识别为非脆弱农户，取值为 0。 在将农户相对

贫困脆弱性转换为虚拟变量后，采用 IVProbit对式

（7）进行估计（表 6）。就土地流转而言，列

（1）的估计结果显示，第一阶段 F 统计量为

18.02，大于临界值 10，AR chi2 检验统计值为

21.89，Wald chi2 检验统计值为 17.62，均在 1%水

平上显著，因此可以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过度

识别检验的 ALN（Amemiya-Lee-Newey）最小卡

方统计量对应的 P 值为 0.711，表明无法拒绝工具

变量都是外生的原假设。同时，土地流转的估计

结果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

估计结果均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说 1。 

表 6 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 

IV-Probit估计结果 

变量 
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1） （2） （3） 

土地流转 
–2.013*** 

(0.480) 
  

土地转入  
–1.853** 

(0.754) 
 

土地转出   
–1.819*** 
(0.6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0 411 17 694 17 734 

第一阶段 F-statistics 18.02 47.20 35.60 

AR chi2 21.89*** 6.68*** 10.20*** 

Wald chi2 17.62*** 6.04** 8.99*** 

ALN chi2 P-Value 0.711   
 

（四）异质性分析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方法，将全部样本

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

区四个子样本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③。表 7 汇报了

不同子样本中土地转入、土地转出对农户相对贫

困脆弱性的影响。 

表 7 基于地区分组的 IV-GMM估计结果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土地转入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土地转入 
–0.532** 
(0.247) 

–0.274*** 
(0.099) 

–0.180 
(0.152) 

0.028 
(0.0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869 4 429 6 342 2 05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6.792 21.783 11.047 84.528 

土地转出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土地转出 
–0.041 

(0.065) 

–0.094 

(0.104) 

–0.411*** 

(0.089) 

–3.158 

(6.3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029 4 571 6 096 2 038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34.022 16.221 56.262 0.245 
 

IV-GMM估计结果显示，在中部地区，土地转

入显著降低了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可能的解释

是，中部地区的地形相对比较平缓，土地资源特

别是农用地资源较丰富且整治和利用强度较大，

耕地质量平均等别较高，农业设施建设较为完

善，农户转入土地后在经营规模扩大、自然资本

增长的同时，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种子等生

产性物质资本与贷款资金等金融资本边际提升幅

度更大，以农业为主导的生计策略具有更显著的

增收优势，有效缓解了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IV-

GMM 估计结果显示，在西部地区，土地转出显著

降低了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可能的解释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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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西部

地区的梯度转移，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和创业

机会；在需求侧，西部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

力的替代效应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激励作用比其

他区域更显著，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动力也更

强。因而，西部地区农户转出土地后，生计资本

禀赋改善程度大于其他区域，从而更有利于降低

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假说 2得到验证。 

本文按照农户家庭纯收入的 25、50和 75分位

点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

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四个子样本进行异质性分

析。表 8汇报了不同子样本中土地转入、土地转出

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表 8 基于家庭收入分组的 IV-GMM估计结果 

 低收入组 中低收入组 中高收入组 高收入组 

土地转入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土地转入 
–0.315** 
(0.135) 

–0.103 
(0.070) 

0.139 
(0.107) 

–0.070 
(0.2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260 4 680 4 453 4 301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6.086 29.578 13.775 2.737 

土地转出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土地转出 
–0.412** 

(0.197) 

–0.252* 

(0.145) 

–0.190** 

(0.080) 

–0.325*** 

(0.08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 457 4 563 4 357 4 357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1.519 13.878 38.424 32.579 
 

IV-GMM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转入显著降低了

低收入组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可能的解释

是，低收入组农户大多处于“以地为生”的状

态，转入土地后自然资本增加，可以获得由财政

统筹的面向低收入农户的流转土地专项扶持资

金、创业贷款贴息以及风险补偿金，引致金融资

本较大幅度增长，生计资本边际组合效应更强，

引发优于土地转入前的生计策略，相对贫困脆弱

性得以降低。IV-GMM估计结果还显示，土地转出

对低收入组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相比

其他收入分位样本组更大，说明土地转出对抑制

低收入组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意义更加重要。 

本文按照户主年龄以及性别将全部样本划分为

60 岁及以下男性户主、60 岁以上男性户主、60 岁

及以下女性户主以及 60 岁以上女性户主四个子样

本进行异质性分析④。表 9 汇报了不同子样本中土

地转入、土地转出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表 9 基于户主特征分组的 IV-GMM估计结果 

 
60岁及以下 

男性户主 

60岁以上 

男性户主 

60岁及以下 

女性户主 

60岁以上 

女性户主 

土地转入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土地转入 
–0.011 
(0.078) 

–0.500*** 
(0.193) 

–0.035 
(0.072) 

–0.265 
(0.2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7 140 3 134 5 772 1 648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5.745 12.709 19.199 4.887 

土地转出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土地转出 
–0.457*** 

(0.118) 

–0.273** 

(0.127) 

–0.347*** 

(0.088) 

0.103 

(0.1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762 3 416 5 592 1 96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27.110 21.823 36.969 7.208 
 

结果表明，土地转入对 60 岁以上男性户主农

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年老男性户主进城

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收入可能下降至低于在农村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另一方面，年老男性户

主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丰富，更倾向于转入土地，

整合生计资本选择有利的生计策略，有助于降低

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土地转出对 60 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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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抑制效果最为

显著，其次是 60 岁及以下女性户主农户。可能的

原因在于，年轻男性户主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

在转出土地后选择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较高；

而年轻女性户主在数字经济兴起与新就业形态背

景下，灵活就业机会更多，转出土地后非农就业

与创业的可能性也大幅增加，从而改善生计资本

禀赋及相应的生计策略，相对贫困脆弱性得以降

低。研究假说 3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上述研究首先基于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从理论上揭示了土地流转引致的农户生计资本禀

赋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

擎；然后，采用有全国代表性的 CFPS 四期面板追

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

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土地转入和

土地转出均有助于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克

服模型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

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区

域、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户主特征子样本中土地

转入、土地转出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均

存在差异。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

示：第一，应继续加强政府在推进土地有序流转

中的主导作用，为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及生计

策略创造条件。赋予农地更加明确的产权权能，

推进农地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详细规范转入

和转出农户双方的权责清单，加大力度保障土地

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完善调整土地流

转补偿政策，遵循市场化、法制化等基本原则，

明确补偿与流转费用，完善和细化农村金融资本

运作机制。第二，应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土地流

转，以进一步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和助力农户

生计策略转型。运用数据融合技术对土地流转进

行动态监测与监管，加强农户土地自然资本的智

能化管理，为政府部门规范化管理土地自然资本

提供高效的信息服务和决策依据。基于大数据技

术的应用，搭建国家土地流转监测监管集成系统

信息化平台，将常态监测、信息共享、监管保障

纳入平台，加强信息系统的整合管理，提升土地

流转监测监管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促进信息系统平台与政府以及农户的对接，有效

打破土地流转信息壁垒，为促进土地有序流转提

供科学的支撑。第三，应针对土地转入农户和土

地转出农户实行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以进一步

促进农户生计策略有效转型。对土地转入农户，

要重点加大农业生产经营扶持力度。各地区政府

应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及产业特点制定适宜的惠

农强农政策。提供公益性的实时农业技术服务，

以提高土地转入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完善

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业社会化服

务、引领规划农业产业现代化，以降低土地转入

农户的生产成本；提高农业补贴金额、降低农业

补贴申领门槛、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以缓解

土地转入农户的生产性资金约束，使土地转入农

户的各项生计资本更加充裕。对土地转出农户，

要重点加强非农就业创业支持。大力支持下乡企

业在农村就近设置适宜的实体就业岗位，基于大

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打造针对土地转出农户

非农就业创业的信息发布平台，建立高效的公共

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为土地转出农户创造稳定的

非农就业创业机会；加大对土地转出农户非农就

业创业技能培训的力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与养老服务体系，使土地转出农户的各项生计资

本更加丰裕。 

注释： 

① 资料来源：求是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动

共 同 富 裕 》，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 

2021–10/15/c_1127959365.htm. 

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 

cn/easyquery.htm?cn=C01&zb=A0A03&sj=2022. 

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 

cn/hd/cjwtjd/202302/t20230207_1902279.html. 

④ 世界卫生组织衡量一国或地区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年

龄标准是 60 岁。学术界研究农村老龄化或老年劳动力

相关问题时，也通常将 60岁作为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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